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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凡生于天地之间，其必有死。”① 死亡并不可惧，因为它意味着另一世界的开端。由此出发，早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 旧墓) 的表达和认识，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图景。如，东晋太宁元年 ( 323) 谢鲲墓出土随
葬铭文曰:
晋故豫章内史、陈 ( 国) 阳夏谢鲲幼舆，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 ( 八) ( 亡) ，假葬建康县石
子岗，在阳大家墓东北 ( 四) 丈。妻中山刘氏; 息尚，仁祖; 女真石; 弟褒，幼儒; 弟广，幼
临。旧墓在荧阳。⑤


















巫鸿: 《黄泉下的美术: 宏观中国古代墓葬》，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0 年，第 227 页。
为避免陷入“墓志铭”溯源论的泥淖和繁琐，本文所利用的冢墓铭文，主要指的是南朝墓志铭文体确立之前的随葬志墓铭
文和买地券。志墓铭文包括各式画像石题记、墓门题记和其他砖刻铭文等，不包括立于墓前的墓碑、墓上建筑的题记。
云南省文物工作队: 《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63 年第 12 期。
《三国志》卷 41《蜀书·霍峻传》。
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: 《南京戚家山东晋谢鲲墓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65 年第 6 期。录文参见朱智武: 《东晋南朝墓志研究》









道: “天有生籍，亦可贪也; 地有死籍，亦甚可恶也。”又曰: “为恶不止，与死籍相连，传付土府，
藏其形骸。”③ 一方面，“死籍”由地下 “土府”管理，上面登记着生前的诸种恶端，严格意义上说
只是一种名籍。另一方面，居于坟茔中的死者魂神，因承袭自生前的籍贯而拥有明确的 “乡里”。
西汉成帝河平三年 ( 前 26) “麃孝禹刻石”曰:
河平三年八月丁亥， /平邑□里麃孝禹。④
如何理解铭文中的“平邑□里”呢? 《山东通志·艺文志》释 “□里”为 “侯里”，进而认为平
邑侯里得名于甘露四年 ( 前 50) 封居东海郡的平邑侯刘敞。⑤ 实则平邑侯刘敞封居泰山郡。⑥ 更为重
要的是，“□里”，亦有释作“成里”、“氏里”和 “广光里”等。这样一来，“平邑□里”还可以理解
为“平邑”和“□里”两处地名的组合。元帝初元元年 ( 前 48) 废平邑侯国，此处的“平邑”不当
是县名。那么，在“□里”之上的就是平邑乡。原位于今平邑县县城八埠顶 ( 莲花山) 的东汉 “元






凤五年 ( 18) “高彦墓砖”铭文曰: “琅邪郡左尉高君 /讳彦，始建国天凤 /五年三月廿日物故。”⑨ 除
了官衔、名讳和死亡的年月日外，铭文没有出现和墓主相关的地名。那么，“乡里”名称的有无是否
和志墓铭文的性质有关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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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，过所，毋 ［留］( 哭)。( M23)
姑臧东乡利居里出 ( 土?) □…… ( M54)
此外，还有一件属于“镇墓券”:
姑臧北 乡 西 夜 里 女 子□宁 死，下 世，当 归 冢 次，□□□□□水 社，毋□河 ( 苛) 留，
□□ ［有天］ 帝教，如律令。( M15) ①
这些铭文以墨书或朱书于丝织品上，丝织品则平铺于棺盖上，学者根据 《仪礼·士丧礼》的记
载，判定其为铭旌。《仪礼·士丧礼》曰: “为铭，各以其物。亡，则以缁长半幅， 末长终幅，广
三寸，书铭于末，曰: ‘某氏某之柩’。”② 上引武威汉墓出土的四方柩铭，其体式确与 《仪礼》所记
较为相似，然而铭文有所不同，最明显的就是加入了地名的内容。除此而外，若从丧葬仪式的过程加
以把握的话，铭旌用于出殡队伍中，而上述出土的丝织品，则是覆盖于棺材上。前者的目的是确定魂
的离去; 后者很有可能是 “幠”，用于招魂。③ 因此，这些 “柩铭”，具有将死后亡魂招至棺材中的
作用。





居住于渠门里。墓葬所在地位于汉代姑臧县城外 15 公里左右的西南郊，⑥ 渠门里大体是姑臧城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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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身的籍贯 ( 居地) 。这也正是此类铭文添加地名内容的原因。
不仅如此，铭文中的籍贯还可理解为墓主在地下世界所拥有的 “乡里”。榆林绥德县出土的东汉







灵而迷惑兮，歌归来而自还。掾兮归来，无 ( 毋) 妄行，卒遭毒气遇凶殃。”这一首“归来”歌，就
是为了指引飘摇于异地的墓主灵魂安顿于家乡的墓中。除了田鲂墓题记，陕北和山西吕梁地区出土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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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河东 ( 掾) ［杨］ 丞西河平定长乐里吴执仲超 ( 造?) 万世宅兆 吕梁市离石区交口镇汉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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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君元升神门，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葬。” “离狐”，当为县名，本属东郡，东汉建初四年 ( 79)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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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后愿意归葬于父墓侧，以了却孝思。东汉延平元年 ( 106) “马姜墓铭”曰: “惟永平七年七月廿一
日，汉左将军、特进、胶东侯第五子贾武仲卒，时年廿九。夫人马姜……延平元年七月□□□薨……
以九月十日葬于芒门旧茔……子孙惧不能章明，故刻石纪留……”② 胶东侯即是南阳冠军县贾复。③
















其家属日后便于识别墓主的身份，制作志墓刻石 ( 砖) 并随葬于墓中，就成为一种必要的举措。不
仅仅是学者已关注的碑形墓志，还有砖柩、砖铭，皆同改葬他乡有密切的关系。
北京北郊出土的“张普墓砖”铭文曰: “魏景元元年，使持节护乌丸校尉、幽州刺史、左将军、





阳出土的元康三年 ( 293) 乐生柩铭、河北磁县出土的赵国中丘县和国仁墓铭。它们都属于改葬他乡
而随葬含有籍贯和墓主身份内容的铭文。此类志墓铭文没有标识葬地，而凸显墓主原籍，和东汉时期
的志墓铭文一脉相承，属于同一类型。

















陆增祥: 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 8，北京: 文物出版社，1985 年，第 42－43 页。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: 《北京图书馆藏历代拓本汇编》第 2 册，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9 年，第 30－31 页; 赵超: 《汉
魏南北朝墓志汇编》，天津: 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2 年，第 3 页。




八年十月庚 ［子］( 午) 朔廿六日，晋故东莱庐乡新乐里徐君讳文□，年九十七，不禄薨。其子其女
卜吉改葬。西去旧墓七有一，□国治卅有五，西南去县治十。”③ 徐君本当葬于旧墓，但其子女为他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东汉建宁三年 ( 170) “郎中马江和夫人曹氏碑”就已提及为合葬、改厝而立碑。立于墓前的墓碑上记载此事，非常少见。
碑文参见洪适: 《隶释》卷 8，载《隶释·隶续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86 年，第 95 页。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: 《北京图书馆藏历代拓本汇编》第 2 册，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9 年，第 59 页。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: 《北京图书馆藏历代拓本汇编》第 2 册，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9 年，第 63 页。
北京市文物工作队: 《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65 年第 12 期。
《三国志》卷 27《魏书·王昶传》裴松之注引《王氏谱》。
黄明兰: 《西晋裴祗和北魏元暐两墓拾零》，《文物》1982 年第 1 期。
这也正是学者所揭示的郡望的形成阶段。参见矢野主税「郡望と土断」広島史学研究会『史學研究』Vol. 113，1971。
王氏家族墓中出土的多方墓铭，均按照较为固定的格式，记载墓主身份、籍贯、葬地和家庭成员
信息，稍翔实的铭文还记载墓主的官衔和墓地中棺柩的相对位置，最后还有刻石 ( 砖) 为识或刻





于永和四年 ( 348) 宋和之下葬时。那么，“墓志”中有关白石和棺柩方位的记载，可能迟至东晋中




年三月九日卒，葬于旧墓，在赣令墓之后，故刻砖于墓为识。”③ 此外，太和六年 ( 371) 王建之妻
“刘媚子墓志”、咸安二年 ( 372) “王建之墓志”都提到了位于白石的 “旧墓”。可以说，至迟从升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考古、历史研究文集》，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108－121 页; 张学锋: 《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志研究》，载《汉唐考古
与历史研究》，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3 年，第 355－369 页; 朱智武: 《东晋南朝墓志研究》第 2 章《东晋南朝出土
墓志校释》，台北: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67－153 页; 毕云: 《“刻砖为识”———东晋南朝的砖志及其反思》，《南京晓庄学
院学报》2015 年第 2 期。
中村圭爾「关于南朝贵族地缘性的考察———以对侨郡县的探讨为中心」 『東洋學報』Vol. 64，No. 1、2，1983，译文参见
《南京晓庄学院学报》2005 年第 4 期，收入李洪天主编: 《回望如梦的六朝———六朝史论集》，刘驰译，南京: 凤凰出版社，2009 年。














宁，刘裕在义熙九年 ( 413) 因“时民居未一”而上表，文末说道: “今所居累世，坟垄成行，敬恭
之诚，岂不与事而至。请准庚戌土断之科，庶子本所弘，稍与事著。”④ 土断施行的成熟条件就是文
中所说的侨民所居之处 “坟垄成行”，背后其实是侨民形成了对父祖葬地的依恋。《宋书·徐广传》













说的是造墓定基之后，祖考魂灵也就得以安宁。 “造墓”当是下文永建三年 ( 128) 段仲孟所造的
“万岁之宅”。从墓中前、中和侧室出土多具陶棺来看，段仲孟于永建三年所造墓室，恰是为了安顿

















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新都区文物管理所: 《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的发掘》，《考古》2007 年第 9 期。
关于铭文的考证，参见魏启鹏: 《新都廖家坡东汉崖墓〈石门关〉铭刻考释》，《四川文物》2002 年第 3 期; 连劭名: 《成都







徐副买地券 ( 元嘉十年，433) 长沙郡临湘县北乡白石里; 本郡县乡里
蕑谦买地券 ( 元嘉十六年，439) 武昌郡武昌县东乡新平里; 武昌县都乡石龟环里
妳女买地券 ( 元嘉十九年，442) 始兴郡始兴县东乡新城里; 新城里夕口村前
田和买地券 ( 元嘉二十一年，444) 始兴郡曲江县□乡太平里; 本郡县乡里
罗健夫妇买地券 ( 元嘉二十二年) 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; 丹阳郡湖孰县都乡西乡里
龚韬买地券 ( 元嘉二十七年，450) 南海郡番禺县都乡宜贵里; 都乡宜贵里
罗道训买地券 ( 元嘉三十年，453) 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; 丹阳郡湖孰县都乡西乡里
刘觊买地券 ( 永明三年，485) 南阳郡涅阳县都乡上支里; 江夏郡汝南县孟城山堽
熊薇买地券 ( 天监十五年，516) 始安郡始安县都乡牛马王暦里; 都乡牛马九癿里
熊悦买地券 ( 普通四年，523) 始安郡始安县都乡牛马杨田里; 都乡覃癿里
资料来源: 鲁西奇: 《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》，厦门: 厦门大学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110－134 页; 江宁博物馆、
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编: 《东山撷芳———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》，北京: 文物出版社，2013 年，
第 14 页。
上表买地券中，除徐副、田和和刘觊买地券之外，其他券文均涉及了 “玄都鬼律、地下女青诏
书”中的律文，一般为“从军乱以来，普天下死人，皆得听随生人所在 ( 居) 郡县乡里亭邑葬埋”






“堂邑郡高山县”，该作何理解呢? 据 《宋书·州郡志一》，永兴元年 ( 304) ，分临淮、淮陵立堂邑
郡。④ 高山县当于此时割属于堂邑郡。那么“堂邑郡高山县”的辖属关系，形成于西晋中期。然而，
东晋中期又侨置堂邑郡于江南，但仅领堂邑一县。同时，侨堂邑郡在刘宋元嘉十一年 ( 434) 前就已
省并到侨高阳和魏郡。⑤ 故罗健夫妇券文所称的 “堂邑郡高山县”，应是其原籍地，位于江北。⑥ 江
北的堂邑郡，在晋末安帝时改为秦郡。其下辖属县，不仅已经没有原先置立的堂邑、高山等县，而且
不少是侨县。⑦ 可以说，江北的堂邑郡也成为北方侨民的流布之所了。⑧ 券文中的 “堂邑郡高山县”，









关于吴晋时期的买地券释文整理和考证，参见鲁西奇: 《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》，厦门: 厦门大学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78－
107 页。
值得指出的是，即使是同一地域出土的买地券文中，也不是都有这样的语句。这样来看，这一表达是有它实际意义的。
孙齐: 《六朝荆襄道上的道教》，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等编: 《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》第 8 辑，
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 年，第 117－126 页。
《宋书》卷 35《州郡一》南兖州刺史“秦郡太守”。堂邑郡分立时间，《晋书》记为元康七年 ( 297) ，参见《晋书》卷 15
《地理志下》。
《宋书》卷 35《州郡志一》。
陆帅: 《南京江宁出土刘宋罗氏家族买地券研究———南徐州侨民与晋宋之际的建康社会》，《东南文化》2018 年第 2 期。
《宋书》卷 35《州郡一》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作用的葬地 ( 先茔) ，成为家庭、家族成员维系孝思、情思的所在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杨树达: 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第 2 章《丧葬·归葬》，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 137－145 页。
《南齐书》卷 14《州郡上》“北兖州”栏。
